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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AI）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對其風險的擔憂也不斷加劇，並

逐漸形成一種新的公共焦慮。人們既擔心算法歧視、隱私侵犯、責任不清和

就業衝擊，也憂慮更長遠的失控風險，如AI削弱人的自主性甚至反過來支配

人類。因此，一談到AI，便常有人主張盡早、從嚴、全面監管。但這種思路

往往把不同風險視為同時發生的整體後果，將AI當作同質對象，忽略了技術

發展的階段差異、能力差異和場景差異，容易使監管被「風險焦慮」主導。若

立法僅圍繞風險清單展開，便可能偏離技術發展的能力結構。正因中國已明

確加強AI立法研究並將推進法律起草，如何確立整體監管思路，便成為AI 

立法體系建構的關鍵問題。

我對AI風險的基本判斷是：主要問題不在於揭示出多少種風險，相當一 

部分的風險可還原為一對關係並從中獲得更深層解釋——「能」與「智」的不 

匹配。因而，AI立法及監管的關鍵不只是防風險，而是實現「能—智—事」的

適配。

一　為甚麼要把「能」與「智」分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這個詞的中譯名「人工智能」十分巧妙，它把

“Intelligence”恰到好處地譯為漢語的「智能」1，給了我們一種特有的啟發，

從詞語形態上給出了區分「能」和「智」的契機。「能」與「智」在現實中本非天然

分離，但隨着技術的發展，恰恰常以能力拆解的方式，將原本交織的能力區

分出來並分別強化。AI正是如此：對「能」與「智」的區分，不只是分析工具，

也反映了技術創新的內在路徑，正如論者所說：「因此我們可以將『智能』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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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智力』和『能力』的結合，那麼只有智與行兼備才可算得上是人工智能。」2

在此對「能」與「智」作初步界定：所謂「能」，是指AI的外在能力，也就是它會

做甚麼、能做多快、能做到甚麼程度；識別、生成、控制、搜索、預測，都

是「能」的表現。所謂「智」，則不是單純的運算速度，而是更高層次的認知能

力，包括理解、推理、解釋、判斷、自我糾錯（self-correction）等。簡單說，

「能」更接近執行力，「智」更接近判斷力。

這個區分並非主觀發明，而是有相應的理論基礎。首先，從AI定義史來

看，羅素（Stuart J. Russell）和諾維格（Peter Norvig）曾把AI的早期定義歸納為

四類：像人一樣思考（human-like thought）、合理地思考（rationalist thought）、

像人一樣行動（human-like behavior）、合理地行動（rationalist behavior）3。 

前兩類偏重「智」，後兩類偏重「能」。這說明，AI從一開始就包含了兩條不同

路線：一條是追求認知迫近，而另一條是追求行為表現。把兩者混為一談，

就會造成概念混亂。

其次，從哲學上看，對人類智能的兩分法理解，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關於技術（technē，做事的能力）與智慧（sophia，思辨的智慧）的闡

述。在中國儒家思想中，也同樣有類似的區分，比如「知」與「行」的關係。而

在當代，AI促使哲學有更多的技術支持。美國哲學家塞爾（John R. Searle）在

1980年的著作〈心靈、大腦和程式〉（“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中告訴我

們，「能」與「智」是可分離的。他著名的「中文房間」（Chinese room）思想實驗

所揭示的，正是語法操作不等於語義理解。一個系統可以正確處理符號，可

以作出貌似聰明的反應，卻並不真正理解其意義。他認為：「因為僅憑形式上

的符號操作本身並不具有任何意向性；它們完全沒有意義；它們甚至說不上

是符號操作，因為這些符號本身並不指稱任何東西。按照語言學的說法，它

們只有句法（syntax）而沒有語義（semantics）。計算機看似具有的那種意向性，

完全來自於那些編程的人、使用它的人——那些輸入信息的人，以及解釋 

輸出結果的人。」4在他看來，即使計算機程式在功能上再成功，也不意味着

機器真的「理解」或處於擁有心智的狀態。意大利哲學學者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關於句法與語義的區分，也是在強調形式處理並不自動生成意義理 

解5。也就是說，會做，不等於真懂。

再次，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的「意向立場」（intentional stance）提醒

我們，人類在解釋AI行為時，往往傾向於把它想像成有意圖的主體。這種解

釋有時很方便，但方便並不等於事實6。真實的情況是，AlphaGo看上去想贏

棋，大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看上去知道自己在說甚麼，但

這種像是有意圖的表現，未必說明它已擁有與人類相同的心智。

因此，把「能」與「智」分開，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能防止我們把行為 

表現誤當作真正智能，也能避免我們因為技術太強而過早地把它人格化和主

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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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智錯配」與「能—智分合」

上述分析以「能—智分離」為認知起點，如果看不見「能」與「智」的差別，

就很難準確理解AI風險。今天很多AI系統的問題，並不在於它們已經變得太

「聰明」，而恰恰在於它們高能卻低智：執行力很強，但理解力不足；輸出很

流暢，但判斷卻未必可靠；看起來會思考，但其實更多是在進行模式匹配。

這就是我所說的「能—智錯配」。這種錯配至少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能」大於

「智」，即AI系統執行力「爆棚」，但背後缺乏足夠判斷與規範約束；另一種是

「智」似乎大於「能」，也就是外表上很會說、很會解釋，實際上並不能真正承

擔複雜任務。前者更危險，因為它們會把尚不成熟的判斷能力放大為現實行

動，造成種種不良後果。

AI中「能」與「智」的關係往往存在着「剪刀差」。AI愈是在行為上接近人

類，社會就愈容易誤判其認知水平，而一旦這種誤判進入醫療、司法、政務

等場景，風險就會陡然上升。風險不是憑空而來，而是來自這種結構性失衡。

這裏還應補上一個認知層面的說明。當前社會上關於AI的很多擔憂或恐

懼，實際上存在「合取謬誤」傾向：把偏見、失業、隱私洩露、責任不清、超

級智能等風險，理解為必然同時、成套地到來。但從邏輯和概率上說，多個

風險同時出現的可能性通常遠低於單個風險分別出現的可能性。也就是說，

AI風險本身具有階段性、條件性、場景性等特點。如果監管部門假定或超前

判斷所有風險同時存在，就很容易引發過度防禦式的監管誤區。

在分析了「能—智分離」之後，我們進入第二步——「能—智融合」的論

證。我們已知的是，「智」的標準是模糊的、相對的。換言之，「能」與「智」在

概念上可區分，但在實踐中界限模糊：甚麼時候才算達到「智」？這是目前學

術界最難回答的核心問題之一。然而，這是必須有答案的，不然我們無法從

監管和應用（或消費）角度來判斷：AI產品的智能程度是否達到安全或風險 

最小化？「能」與「智」的分離不是絕對的，而是一個連續譜。從科學與工程角

度講，可以量化「智」的部分維度，如推理、解釋、遷移、自我糾錯或元認知

（metacognition）。一個醫療用AI不僅能識別病灶，還能解釋其判斷依據，並

在不同人群、不同醫院的數據中依然有效。這就是一個方法上的轉換，我把

它稱為AI的「替代性」，既然可以「能」測「智」（如圖靈測試 [Turing Test]），也

就可以「能」代「智」——均說明「能—智」是可分離又可融合的。

目前學術界所謂四個以「能」作為「智」的可操作指標，包括：一、推理：

在認知科學裏，推理是人類智能的核心能力之一。AI是否具備演繹、歸納、

因果推理功能，是區分「模式識別型AI」與「具備智能的AI」的關鍵。二、解

釋：人類智能不僅能給出答案，還能解釋為甚麼。AI的「黑箱」問題正好對應

這裏：只有能夠提供可理解解釋的系統，才更接近「智」。三、遷移：人類智

能的一個典型特徵是「舉一反三」。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大多是「窄域」

的，但若能把在A領域學到的知識應用到B領域，就顯示出更高層次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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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我糾錯或元認知：人類智能最獨特的能力之一就是「知道自己不知

道」，能反思和修正錯誤。如果AI能對自身判斷的可靠性打分，並主動修正，

那麼它才展現出某種元認知，這是邁向「智」的真正標誌。

三　「能—智—事適配」及其階段論模型

至此，我們的分析都還只停留在「能」與「智」這個二維關係。由於技術所

產生的風險並不只取決於系統內部結構，還取決於技術被放在甚麼事務上使

用，因此，要進一步引入第三個維度——「事」。所謂「事」，是指AI進入的醫

療或司法等具體制度性事務及其後果。不同的「事」，對AI提出的要求完全不

同。有些事務只要求高效率、低成本，比如語音轉寫、圖像檢索、內容推

薦，這類場景即便「智」不高，只要「能」足夠穩定，問題也未必很大。但另一

些事務，比如醫療診斷、司法判決輔助、行政決定、教育評價，不僅需要執

行能力，更需要判斷、解釋，可追責和進行價值衡量。

一個AI系統是否危險，不能只看它能不能做，也不能只看它是否聰明，

而必須看它所做之「事」是否與其能力結構相匹配。「能」、「智」、「事」三者不

適配，才是很多真實風險的來源。例如，一個高度自主卻不具備可解釋性的

模型，若用於娛樂和遊戲，風險可能相對有限；但若進入醫療診斷、司法判

決輔助，問題就完全不同。反過來說，一個能力有限但有高度可解釋性、邊

界明確的系統，即便在醫療場景和司法場景中，也應該是可控、可接受的。

這正說明，風險並不只是按場景貼標籤，而是能力、認知與事務三者的互動

結果。

要進一步說明這種適配關係，就需要一個關於「階段」的理論模型。這裏， 

胡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和斯圖爾特．德雷福斯（Stuart E. Dreyfus） 

提出的「技能習得」（skill acquisition）模型非常重要。該模型把人的能力成長分

為新手（novice）、高級新手（advanced beginner）、勝任者（competence）、精通

者（proficiency）和專家（expertise）五個層級，強調真正的技能並不是純粹依賴

規則執行，而是逐步進入情境理解、整體判斷和經驗直覺7。這一模型的重

要性在於，它提示我們：人的「會做」與「真懂」本來就不是同時成熟的。人的

「技能習得」模型並非直接等同於機器發展，而只是提供了一種「能力先行，理

解滯後，最終趨於整合」的演化啟發，因此可作為AI階段治理的類比工具，而

非經驗事實的嚴格映射。基於這一分析，我把這個模型轉化為AI的「能—智

分合」四階段：階段0是「弱能弱智」，階段1是「能優先」，階段2是「智補強」，

階段3才是「能—智融合」。這個「能—智分合」模型的理論價值在於，它把AI

從一個靜態場景，變成一個先分後合的動態演化過程。因此，AI立法不應是

「給AI一個固定標籤」，而是根據其所處階段來匹配不同制度工具。這比單純

的「高風險／低風險」等劃分更有彈性，也更貼近技術現實（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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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2024年通過的《人工智能法》（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以AI的領

域場景與其對基本權利造成的後果為主軸，尚未把能力結構與演進階段納入

一級分類標準8。也就是說，它很重視「事」，卻還不夠重視「能」與「智」的適

配性，它難以捕捉這種因「事」的變化而導致的「能—智」錯配。結果就出現兩

種偏差：在低成熟度階段可能監管過度，從而壓縮創新；在高自主化階段監

管又可能不足，因為簡單場景分類未必足以應對跨領域系統性風險。

在此意義上，就AI的安全性而言，不應被理解為沒有風險，而應該是指：

AI的「能」與「智」在特定事務中能否保持適配，並處於可解釋、可監督、可追

責、可糾正的狀態。這樣，AI的安全性達致一種「能—智—事適配」狀態，上

升為風險階段性可控，進而達到法律上的可治理性。

四　AI立法應以「能—智—事適配」為原則

從法理上看，「能—智—事適配」並非單純的技術觀察，而是有堅實的法

律規範基礎。首先，傳統責任法並不是只看行為結果，而是追問行為主體是

否具備行為能力（如未成年則不負責）。無論民法上的行為能力，還是刑法上

的責任能力，在主體責任層面，歸責通常不僅取決於行為後果，也與理解、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圖1　AI「能—智分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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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與控制能力密切相關，因此更接近「智」而非「能」。這說明，AI即使具有

強大的執行能力，也不能因此被直接視為完整責任主體；在多數情形下，責

任仍應主要由開發者、部署者或使用者承擔。

其次，根據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在公司法等私法中，代理人可代表

他人行事，即便不是自然人，也可能被法律擬制為行動主體。法律並非只能

面對自然人，也可以為複雜組織或系統建構「責任接口」。因此，未來即便在

高自主化階段下討論AI的有限人格化，其目的也不是賦予其主體地位，而是

為了更有效地歸責與分配風險。

再次，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要求公權力不能任意或者過度，手段和

目的保持適當性（手段有助於目的達成）、必要性（最小侵害）、均衡性（不能用

大炮打小鳥）。在AI監管方面，也同樣要求需符合適當性、必要性與均衡性。

AI在不同階段的「能」與「智」並不相同，其所進入之「事」也差異巨大，因此監

管不能「一刀切」，而應採取階段化、分層式安排：低風險場景着重鼓勵與允

許試驗，高風險場景則強化檢測、審計、解釋和監督。

最後，由於我們無法直接判斷AI是否具有真正心智，法律只能通過可觀

察的「能」來測試其「智」的可靠程度，即以「能」測「智」，例如可解釋性、可審

計性、價值對齊和人類監督要求。法律之所以對AI要求可解釋性、可審計性

等，並不是因為已確認AI有「智」，而恰恰是因為其「智」不可驗證，所以只能

借助外在的「能」的可觀測標準，對其進行替代性約束，即以「能」代「智」。正

因如此，AI立法的關鍵，不只是防範風險，而是在「能」、「智」與「事」之間建

立恰當匹配。

中國未來AI立法的關鍵，不應以羅列風險清單為起點或基礎。恰恰相

反，它應當首先建立一種更有解釋力的結構框架：以「能—智分離」為認知起

點，確定「能—智—事適配」為監管原則，從而採取「技術演化—政策匹配」

的制度路徑。AI立法應在其基礎上再向前一步：把靜態的場景分級，提升為

動態的演化過程監管。換言之，AI立法若要避免以風險分類替代結構分析，

就應在領域和場景判斷之外，把技術能力和認知能力成熟度納入立法上的基

礎分類標準。

未來的《人工智能法》，不能對所有應用領域採取同一種規制方式，而應

依據不同場景中「能」與「智」的需求強度，建立適當的治理結構。具體而言，

分為四種類型，分別對應四種核心適配原則：一、價值主導型領域，如司法、 

教育，應堅持「智優於能」，即價值判斷和人類主導優先於效率；二、生命或

安全型領域，如醫療、駕駛、軍事，應堅持「能—智硬約束平衡」，即能力與

認知必須同步達標並受安全標準約束；三、博弈或風險型領域，如金融、公共

治理，應堅持「智先於能的公平適配」，把反歧視、審計和程序正義置於效率

之前；四、內容或效率型領域，如媒體、工業，則應堅持「能優於智的底線適

配」，允許效率優先，但不得突破版權、真實性和勞動保護底線。由此，立法

不應採取單一標準，而應形成分層分類的規制邏輯：在價值密集領域強調可

c215-202604007.indd   18c215-202604007.indd   18 3/6/2026   下午2:583/6/2026   下午2:58



二十一世紀評論	 19

解釋性與人類主導，在生命安全領域強調嚴格責任與實時監控，在利益博弈

領域強調公平與程序，在效率導向領域則強調實用性基礎上的倫理與權利。

其本質是在以「能—智—事適配」為中心重構《人工智能法》的制度結構。

「風險焦慮」不應主導中國的AI立法。在比較法層面上，既不應該照搬歐

盟的風險中心主義，也不宜簡單追隨美國的創新優先政策，而應以AI應用為

先，以場景帶動產業，直接推動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在安全、創新、民

生與普惠之間建立更具中國現實感的監管框架。因此，中國宜以「能—智—

事適配」為立法原則之一，方能避免過度規制AI發展，從而推動創新活力與技

術的普遍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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